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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化对企业 ＥＳ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表现的影响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但
已有研究中二者关系在方向和强度上存在较大分歧，而目前甚少有研究关注导致上述分歧的边界条

件。 基于 ６９ 篇实证类文献，结合 ＴＯＥ 理论框架，应用 Ｍｅｔａ 分析方法，深入探索数字化与企业 ＥＳＧ 表

现之间的关联，从而系统揭示企业规模、行业多样性和样本量等边界条件对两者关系的潜在影响。 研

究发现：数字化包含数字金融支持、数字基础、数字化支持政策、数字化战略重视度、管理层数字化意

识、数字技术投入、数字技术创新等维度，均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其中管理层数字

化意识影响力最显著；企业规模、行业多样性和样本量在部分数字化维度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之间具有

调节效应。 为此，可以提出四个方面的管理启示：培养管理层的数字化意识和技能，支持企业数字技

术创新，强化政府数字政策支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 数字化；ＥＳＧ 表现；Ｍｅｔａ 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０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７－３８５３（２０２５）０５－０４４９－１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Ｓ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ＨＥＮ Ｑｕｎ１，２， ＨＡＮ Ｙｕｅ２， ＣＨＥＮ Ｚｈｅ２

（１． Ｆｕｊｉａｎ Ｃｈｕａｎｚｈｅ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ｕｊ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１１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Ｓ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ａｎ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ｗｉｄ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ｉ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６９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Ｓ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Ｓ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ｉｚ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ｈａｖｅ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 ｆｏｕ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Ｓ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０－１５
基金项目：２０２３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３ＢＧＬ２３３）
第一作者简介：陈群（１９６８—），女，福建福州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项目管理。



福建理工大学学报 第 ２３ 卷

　 　 在我国绿色发展及“双碳”目标深入推进背

景下，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日益增强。 可持

续发展引致的社会责任要求正在重塑企业经营理

念。 ＥＳＧ 作为绿色投资与负责任投资理念的延

伸和丰富，成为评估企业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的

重要指标。 中国证监会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中增加了保护环境和履行社会责任要求，以强化

企业对 ＥＳＧ 的实践。 虽然我国 ＥＳＧ 起步较晚，但
越来越被重视，许多中国企业逐步建立了 ＥＳＧ 管

理体系，将 ＥＳＧ 融入生产、经营与管理。 作为增

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如何提升 ＥＳＧ 表

现已成为当下加快推进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议题。
当前，中国企业 ＥＳＧ 发展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与挑战，包括环境管理不足、社会责任执行不深

入、治理结构不完善、ＥＳＧ 信息披露不规范，以及

法律法规执行落实不到位等问题。［１］ 为追求利益

最大化目标，企业管理层往往对 ＥＳＧ 重视不足，
显著抑制了中国企业 ＥＳＧ 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

型成为我国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着力点，也为企业 ＥＳＧ 实践与发展提供

了有效途径与技术手段。［２］ 然而，企业对数字化

转型这一新兴手段的理解仍较为模糊，如何有效

运用数字化来推动企业 ＥＳＧ 表现尚未形成明确

的思路。 因此，亟须探索数字化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

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以期为我国企业可持续

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已有研究以数字化作为切入点，初步探索了

数字化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之间的关系。 其中，一些

学者从企业内部数字化开展分析，认为数字技术

创新可以通过绿色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绩效、缓解

融资约束和吸引分析师关注等途径提高 ＥＳＧ 绩

效。［３－４］也有学者关注企业外部数字化的影响，如
分析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数字

金融能够通过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两种渠道提高

企业 ＥＳＧ 表现。［５］然而，还有研究持相反观点，认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挤占企业 ＥＳＧ 发展资源，对
履行 ＥＳＧ 责任产生负向影响。［６－７］综上所述，学界

虽然从多个方面考察了数字化发展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但目前仍未形成共识，对两者之间的

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识别。 此外，大多数研究主

要集中于探讨企业内部或外部的单一数字化维度

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之间的关系，缺少系统地评估其

综合影响效应值，以及探究当前研究结果异质性

的成因。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相关决策主体对

数字化影响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深度理解，并可能导

致数字化在推动企业 ＥＳＧ 表现实践中的理论支

撑不够充分。
鉴于样本选择局限、时间成本等制约，单一实

证研究难以解决上述问题。 Ｍｅｔａ 分析能够有效

整合同一研究领域内多项独立研究成果，通过统

计分析提炼出综合性结论，并科学剖析研究结果

间差异性的根源，从而更系统地揭示不同维度数

字化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间的关系。 基于此，本文采

用 Ｍｅｔａ 分析方法，对已有数字化与企业 ＥＳＧ 表

现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定量统计分析，系统评价

不同数字化维度的影响效果和产生异质性的原

因，以期构建具有普适性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模型，从而较为全面地了解数字

化构成，并为企业在迅速演变的数字化转型环境

中提升 ＥＳＧ 表现提供理论支撑。

　 　一、研究假设

数字化影响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研究视角颇为

丰富，由于研究设计和视角等存在差异，部分学者

关注数字技术发展如何影响企业 ＥＳＧ 表现，也有

学者从企业内部组织能力角度进行分析，还有一

些研究聚焦于外部环境，考察数字经济和数字政

策等因素如何作用于企业 ＥＳＧ 发展。 本文在现

有研究视角基础上系统评价相关数字化维度对企

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效果。 ＴＯＥ（技术—组织—环

境）框架是基于技术应用情景的综合性分析框

架，能较为系统、灵活地分析企业在应用新兴技术

时，其组织能力、技术水平及所处环境如何协同作

用于企业发展。 因此，本文运用 ＴＯＥ 框架分析数

字化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关系并提出以下假设。
　 　 （一）技术维度

数字技术领域的资源投入情况影响数字技术

与企业业务整合程度，进而作用于生产和资源利

用率。 同时，数字技术的前瞻性使其在企业协同

创新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引领作用。 这种动态关

系对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因

此，本文提出技术维度包含数字技术投入和数字

技术创新。 数字技术投入是指企业为提高业务效

率、促进自身发展，在数字技术方面的资本和资源

投资。 为了推动企业数字化进程，需要增加对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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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设施、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投入。［８］ 加大数字技

术投入能够减少资源浪费，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

和全要素生产率，促使企业组织结构向扁平化转

变。［９］数字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将数字技术应用于

组织模式变革、新产品研发和商业模式创建的过

程。 数字技术创新是缓解生态环境污染的必要策

略，［１０］能有效降低环境负荷，提高生产效率，促进

创新过程的加速，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运营效

率［１１］。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数字技术投入影响企业 ＥＳＧ 表现。
Ｈ２：数字技术创新影响企业 ＥＳＧ 表现。

　 　 （二）组织维度

管理层能力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 具体而言，管理层的远见性对确定企业发展

方向至关重要，并且管理层对数字技术的掌握程

度将决定企业采纳数字技术促进自身转型升级成

功与否，继而左右企业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 因

此，本文提出组织维度包括数字化战略重视度和

管理层数字化意识。 数字化战略重视度是指企业

对数字化的关注程度。 应用数字技术可以优化环

境监控系统，有效提高环境管理绩效，能增强工作

场所安全性，提升企业社会责任［１２］，还能有效提

高管理层决策的精确度和效率，促进企业管理的

科学化。 管理层数字化意识是指企业领导具有数

字化治理能力，并认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因素是开展数字化。 有学者提出企业管理层是影

响 ＥＳＧ 表现的关键因素之一，当领导能力与数字

化能力相结合时能有效促进组织创新和企业 ＥＳＧ
表现。［１３］同时，为紧跟数字化时代步伐，管理层需

要认识到应用数字技术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环境信

息的披露质量，这不仅能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还可以加强企业对外部变化的应对能力。 基于

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数字化战略重视度影响企业 ＥＳＧ 表现。
Ｈ４：管理层数字化意识影响企业 ＥＳＧ 表现。

　 　 （三）环境维度

数字金融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政

策支持等外部环境均是调节数字化发展的关键因

素，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市场和政策

环境，促使组织调整技术投资决策与发展策略。
因此，本文提出环境维度包含数字金融支持、数字

基础和数字化支持政策。
数字金融支持是指企业所在地方运用新兴数

字技术融合传统金融发展的程度，具体包含数字

普惠金融广度、深度。 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企业

规模的扩张与能源效率的提高复合作用于企业的

碳排放强度［１４］，使企业将战略重点从融资转移至

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助力金融机构通过数字化手

段更好地评估企业财务状况。 同时，数字金融也

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降低决策风险，从而提

高公司治理能力。［１５］

数字基础是指企业所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包括互联网发展水平、城市服务和城市

治理水平等。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使企业快速

追踪自身对环境的影响，如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能

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利用数字技术监测和保持企业

社会责任绩效的新机会［１６］；互联网建设能提升公

司信息披露质量，诱导监管干预，促进企业提高治

理水平。 数字化支持政策是指政府通过制定相关

数字化政策来推动数字技术应用，进一步激励企

业内部转型，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数字政策实

施推动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能促进企业提高

供需对接能力、减少资源浪费，提高企业社会责任

绩效［１７］，还能有效降低引进数字技术成本，推动

企业组织变革。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５：数字金融支持影响企业 ＥＳＧ 表现。
Ｈ６：数字基础影响企业 ＥＳＧ 表现。
Ｈ７：数字化支持政策影响企业 ＥＳＧ 表现。

　 　 （四）调节作用分析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调节作用分析能够有效

揭示现有研究存在分歧的边界条件，并刻画不同

情境下变量间的相关关系。［１８－１９］ 因此，本文进一

步讨论了数字化各维度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相关

性存在异质性的可能原因，主要分析企业规模、行
业多样性和样本量分别对数字金融支持、数字基

础、数字化战略重视度、管理层数字化意识、数字

技术投入以及数字技术创新等六个数字化维度与

企业 ＥＳＧ 表现关系的调节作用。
　 　 １．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在不同企业规模下，受资源配置和管理结构

特征差异的影响，各维度数字化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

之间的关联程度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因此，
企业规模可能会影响各维度数字化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相关性。 本文认为文献间企业规模差异可

能是导致结果不一致的原因。 基于此，提出以下

假设：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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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８：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中各维度

数字化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更显著。
　 　 ２．行业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在不同行业领域中，受行业特性和工作内容

影响，各维度数字化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之间的关联

程度可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研究对象属

于单一行业或多种类型的行业可能会影响各维度

数字化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作用程度。 本文认为纳

入研究的行业多样性可能是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的

原因。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９：相较于混合行业研究，在单一行业的研

究中，各维度数字化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更

显著。
　 　 ３．样本量的调节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样本量的差异是研究结果存在

异质性的原因。［２０］本文纳入研究的文献由于研究

方法和数据获取来源的不同，各文献研究的样本

量存在较大差别，其差异可能是造成不同文献间

异质性较大的原因。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０：与大样本量研究相比，在小样本量研究

中数字化各维度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更为

显著。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Ｍｅｔａ 方法又称为荟萃分析、元分析，１９７６ 年

由英国教育心理学家 Ｇｌａｓｓ Ｇ Ｖ 提出，并正式界定

Ｍｅｔａ 分析的概念为“以综合一系列单个研究结果

为目的的统计分析”。［２１］目前适用于 Ｍｅｔａ 分析的

软件有 ＳＴＡＴＡ、Ｒ、ＲｅｖＭａｎ、ＣＭＡ 等，ＣＭＡ 软件比

其他统计软件更具有优势，其操作简单且适用于

Ｍｅｔａ 分析的多种数据形态。 因此，本文采用 ＣＭＡ
Ｍｅｔａ 分析软件对已有数字化影响企业 ＥＳＧ 表现

的实证研究进行整合分析，探索数字化各维度与

企业 ＥＳＧ 表现关系的综合效应。
　 　 （二）文献搜集与筛选

文献搜集与筛选过程具体如下：中文文献，以
“数字”“企业 ＥＳＧ 表现”“企业社会责任”等为关

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等电子数据库进行搜索；英
文文献则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Ｅｍｅｒａｌｄ
等英文数据库检索“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Ｓ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等关键词。
为保证所纳入文献的权威性，本文选择了 ＳＣＩ、ＳＳ⁃

ＣＩ、ＥＩ 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的研究，检索时间为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
本文制定五个标准对所检索文献进行筛选：

（１）必须为实证研究，剔除非实证类文献；（２）研
究对象聚焦于企业；（３）研究变量必须包含数字

化与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相关的变量；（４）文中

报告了数字化各维度与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变

量关系的样本量和相关系数，或者其他可转换为

相关系数的统计量；（５）相同变量关系的文献重

复发表或采用的样本量存在交叉，只纳入样本量

较大、研究内容更详细的研究。 初步检索得到文

献 ５９７ 篇，其中中文 ２６３ 篇、英文 ３３４ 篇，经过筛

选只保留中文 １２４ 篇、英文 ９６ 篇，再筛选是否为

实证研究，最终共有 ３８ 篇中文文献和 ３１ 篇英文

文献符合要求。
　 　 （三）文献编码

文献编码是为方便后续统计分析建立一个数

据库。 由于编码工作量较大且主观性较强，编码

工作邀请了两位研究人员进行背对背编码，独立

编码完成后再进行核对并对出现分歧的内容进行

讨论，以期保证编码的客观性。 编码内容包括：文
献题目、作者、发表年份、发表期刊、研究对象、样
本量、变量信息、相关系数或其他相关统计值等。
在进行编码时需遵循以下编码准则：（１）对于包

含多个独立样本的文献，每一个独立样本分别进

行编码；（２）在研究数字化维度和企业 ＥＳＧ 表现

的不同指标时，若相关系数来自同一样本，则将相

关系数的算数平均数作为最终相关系数；（３）若

文献用不同维度数字化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相关

系数，那么对各维度分别编码。
在 Ｍｅｔａ 分析之前，通过查阅文献中变量定义

以及问卷中测量项目，对文献中提及的前因变量

进行系统地归纳和整理，合并具有同义、近义或层

级关系的变量。 将数字化解构为数字金融支持、
数字基础、数字化支持政策、数字化战略重视度、
管理层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投入和数字技术创

新等七个维度。 基于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提出的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时自变量需包含至少两个独立研究，核查所

纳入文献，结果表明数字化各维度包含的独立研

究数量均大于 ２，符合 Ｍｅｔａ 分析要求。 因此，将
数字金融支持、数字基础等以上七个维度纳入本

次 Ｍｅｔａ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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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效应值处理

本文使用皮尔逊相关系数作为效应值，对于

未报告相关系数但报告了 ｔ 值的文献，按照以下

公式将相关统计值转换为相关系数：

ｒｉ ＝
ｔｉ

ｔ２ｉ ＋ｄｆｉ
（１）

其中， ｔｉ 和 ｄｆｉ 分别表示第 ｉ 个样本的 ｔ 值和自

由度。
对于仅报告回归系数 β 值，参考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和

Ｂｒｏｗｎ 提出的公式进行转换［２２］：
ｒ＝ ０．９８×β＋０．０５λ （２）

其中，当 β≥０ 时，λ＝ １；β＜０ 时，λ＝ ０。
由于纳入 Ｍｅｔａ 分析的文献存在研究方法、样

本量等差异，故采用 ＣＭＡ３．０ 软件将同一维度的

效应值整合为综合效应值。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发表偏倚分析

发表偏倚是指已发表的研究存在“人为选择”
的风险，即统计结果显著性强的文献可能比显著性

较弱的研究更容易被期刊发表，为避免其影响研究

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ｓＺ 标准误差漏斗

图、Ｅｇｇｅｒ 检验和经典失安全数 Ｎ（ｃｌａｓｓｉｃ ｆａｉｌ⁃ｓａｆｅ
Ｎ）来评估所纳入文献是否存在发表偏倚。 通过漏

斗图即图 １—图 ７ 可以观察到在平均效应值两侧

的研究数量大致相等。 Ｅｇｇｅｒ 检验和 Ｆａｉｌ－ＳａｆｅＮ 检

验结果详见表 １，可知所有变量的 Ｅｇｇｅｒ 检验中 Ｐ
值均大于 ０．０５，同时失效安全系数均超过评估标准

的 ５ｋ＋１０（ｋ 为独立研究数量），因此发表偏倚造成

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图 １　 数字金融支持与企业 ＥＳＧ 效应值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Ｓ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ｓ

图 ２　 数字基础与企业 ＥＳＧ 效应值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Ｓ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ｓ

图 ３　 数字化支持政策与企业 ＥＳＧ 效应值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ＥＳ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ｓ

图 ４　 数字化战略重视度与企业 ＥＳＧ 效应值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Ｓ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ｓ

图 ５　 管理层数字化意识与企业 ＥＳＧ 效应值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Ｓ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ｓ

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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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数字技术投入与企业 ＥＳＧ 效应值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ｐｕ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ＥＳ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ｓ

图 ７　 数字技术创新与企业 ＥＳＧ 效应值分布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ＥＳ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ｓ

表 １　 发表偏倚分析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变量 ｋ ｎ 截距

Ｅｇｇｅｒ 检验

９５％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Ｔ 值 Ｐ 值

失效安全系数

数字金融支持 １１ ３３６ ５７４ ２．４１４ －８．２６４ １３．０９３ ０．５１２ ０．６２１ ４５４

数字基础 ６ ９６ ４８３ －９．４４７ －３２．２８０ １３．３８６ １．１４９ ０．３１５ １３１

数字化支持政策 ６ ８８ ２１２ －２．７５２ －１２．６０２ ７．０９８ ０．７７７ ０．４８１ ６３

数字化战略重视度 ２７ ２５５ ２８２ ４．０５３ －０．３４１ ８．４４７ １．９００ ０．０６９ ６ １２３

管理层数字化意识 ８ １ ６６１ ３．７８７ －４．８７９ １２．４５３ １．０６９ ０．３２６ ４７８

数字技术投入 ８ ７２４ ５７３ １．０９２ －２．８０８ ４．９８９ ０．６８６ ０．５１９ ２９１

数字技术创新 ７ １０６ １７５ ８．７２９ －２．７３５ ２０．１９４ １．９５７ ０．１０８ ３２２

　 　 注：ｋ 为独立研究数量；ｎ 为总样本量；Ｅｇｇｅｒ 检验中 Ｔ 值为检验统计量、Ｐ 值为拒绝原假设所要承担的风险。

　 　 （二）异质性检验

异质性检验是评估不同独立研究之间一致性

的方法，其可以为选择模型和判断是否存在其他

调节变量提供依据。 本文选用 Ｑ 值检验和 Ｉ２ 值

检验进行异质性检验，Ｉ２ ＝ ０，表示无异质性，０ ～
２５％表示轻度异质性，２５％ ～ ５０％表示中度异质

性，５０％ ～ ７５％表示较大异质性，７５％ ～ １００％表示

很大异质性。 检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数字化支持

政策的 Ｑ 检验结果（Ｐ＞０．１）且 Ｉ２ 值为 ３６．９６４％，
表明数字化支持政策所涉及的多个独立研究之间

存在中度异质性，因此，该维度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分析。 而数字金融支持等六个维度的 Ｑ 值

均达到显著性水平且 Ｉ２ 值均大于 ７５％，表明这六

个维度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间存在很强异质性，应使

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效应值。

表 ２　 异质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ｓ

变量 ｋ ｎ
异质性（Ｑ 检验）

Ｑ ｄｆ（Ｑ） Ｐ⁃ｖａｌｕｅ Ｉ２
Ｔａｕ⁃ｓｑｕａｒｅｄ

Ｔａｕ Ｔａｕ２

数字金融支持 １１ ３３６ ５７４ ４４０．２３４ １０ ０．０００ ９７．７２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２

数字基础 ６ ９６ ４８３ ９１．０２５ ５ ０．０００ ９４．５０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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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续）

变量 ｋ ｎ
异质性（Ｑ 检验）

Ｑ ｄｆ（Ｑ） Ｐ⁃ｖａｌｕｅ Ｉ２
Ｔａｕ⁃ｓｑｕａｒｅｄ

Ｔａｕ Ｔａｕ２

数字化支持政策 ６ ８８ ２１２ ７．９３２ ５ ０．１６０ ３６．９６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数字化战略重视度 ２７ ２５５ ２８２ １ １４４．５９９ ２６ ０．０００ ９７．７２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５

管理层数字化意识 ８ １ ６６１ ５５．２１７ ７ ０．０００ ８７．３２３ ０．１８９ ０．０３６

数字技术投入 ８ ７２４ ５７３ ６１．００７ ７ ０．０００ ８８．５２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数字技术创新 ７ １０６ １７５ ２８９．１２３ ６ ０．０００ ９７．９２５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３

　 　 注：ｋ 为独立研究数量；ｎ 为总样本量；ｄｆ（Ｑ）表示自由度大小；Ｑ 检验中 Ｑ 为检验统计量、Ｐ⁃ｖａｌｕｅ 代表拒绝原假设所

要承担的风险；Ｔａｕ２ 表示可用于计算权重的研究间变异的百分比。

　 　 （三）效应值分析

效应值分析用于探讨不同维度数字化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作用效果，经计算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

示，数字金融支持（ ｒ＝ ０．０２８）在 ０．０５ 水平下显著，
数字基础（ ｒ ＝ ０．０２８）在 ０．０５ 水平下显著，数字化

支持政策 （ ｒ ＝ ０． ０２３）、数字化战略重视度 （ ｒ ＝
０．１１３）、管理层数字化意识（ ｒ ＝ ０．３８５）、数字技术

投入（ ｒ＝ ０．０２１）和数字技术创新（ ｒ ＝ ０．０９７）均在

０．００１ 水平下显著。 基于此，所提出的假设 Ｈ１ 到

Ｈ７ 都得到了支持，其中组织维度的数字化程度更

容易影响企业 ＥＳＧ 表现，具体来说数字化战略重

视度在学术领域更受关注（ｋ＝ ２７），管理层数字化

意识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最大。

表 ３　 效应值分析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变量 ｋ ｎ ｒ
９５％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双尾检验

Ｚ⁃ｖａｌｕｅ Ｐ⁃ｖａｌｕｅ

数字金融支持 １１ ３３６ ５７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１ ２．２９１ ０．０２２

数字基础 ６ ９６ ４８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５ ２．００１ ０．０４５

数字化支持政策 ６ ８８ ２１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１ ５．３０１ ０．０００

数字化战略重视度 ２７ ２５５ ２８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８５ ０．１４１ ７．９４３ ０．０００

管理层数字化意识 ８ １ ６６１ ０．３８５ ０．２５８ ０．４９９ ５．６０６ ０．０００

数字技术投入 ８ ７２４ ５７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１ ４．１３９ ０．０００

数字技术创新 ７ １０６ １７５ ０．０９７ ０．０５１ ０．１４４ ４．０８７ ０．０００

　 　 注：ｋ 为独立研究数量；ｎ 为总样本量；ｒ 为平均效应值；９５％置信区间表示平均效应值 ｒ 在置信水平 ９５％下的置信区间；
Ｚ 值和 Ｐ 值分别为双尾检验中平均效应值 ｒ 进行显著性检验对应的 Ｚ 值和为拒绝原假设所要承担的风险。 下同。

　 　 （四）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上文异质性检验中数字化支持政策对企

业 ＥＳＧ 表现的不同研究之间的异质性不强，数字

金融支持等六个维度指标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间存

在较强异质性，故只对数字金融支持等六个维度

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制定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

知》标准，依据文献中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员工数

量和企业总资产数据，将所纳入的独立研究划分

为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 依据文献中样本描

述，将所纳入文献中的行业多样性划分为单一和

混合行业；参考已有研究做法［２３］，选取所纳入独

立研究中的样本量中值（ ｎ ＝ ９ ７３０）划分大样本

（ｎ＞９ ７３０）和小样本（ｎ＜９ 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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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企业规模的调节效应

在考虑企业规模情境下，数字基础与数字技

术投入分组中，中小型企业独立研究数 ｋ＜２，即其

效应值无法支撑 Ｍｅｔａ 分析。 其他维度组内独立

研究数 ｋ 均≥２，故对数字金融支持等四个维度与

企业 ＥＳＧ 表现关系的企业规模进行调节效应分

析，其结果如表 ４ 所示。 数字金融支持、数字化战

略重视度、数字技术创新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均未通

过组间异质性（Ｑｂ ＝ ０．８４３，Ｐ＞０．１；Ｑｂ ＝ ０．２４５，Ｐ＞
０．１；Ｑｂ ＝ １．４３６，Ｐ＞０．１），表明企业规模对这三组

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管理层数字化意识研究中，
中小型和大型企业的独立研究数量均符合 Ｍｅｔａ
分析要求，且通过组间异质性检验（Ｑｂ ＝ ３．１０４，Ｐ＜
０．１）。 检验结果表明，与中小型企业相比，大型企

业中管理层数字化意识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

程度更为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大型企业资源禀赋

且其管理体系更加规范化，使管理层能够更高效

地运用数字技术手段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更加有

力地推动企业的 ＥＳＧ 发展。 由此，Ｈ８ 得到了部

分验证。

表 ４　 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Ｔａｂ．４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ｉｚｅ

变量 行业种类 ｋ ｎ ｒ
９５％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双尾检验

Ｚ⁃ｖａｌｕｅ Ｐ⁃ｖａｌｕｅ
Ｑｂ Ｐ⁃ｖａｌｕｅ

数字金

融支持

数字基础

数字化

战略重视度

管理层

数字化意识

数字技

术投入

数字技

术创新

中小型 ３ １３８ ７２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 ２．８６８ ０．００４

大型 ７ １７３ ５４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７２ １．４１７ ０．１５７

中小型 １ ７ ７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５ １．１３２ ０．２５８

大型 ４ ７９ ６４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９ １．６４８ ０．０９９

中小型 ２ １０ ４７４ ０．１４１ －０．０９７ ０．３６４ １．１６３ ０．２４５

大型 １９ ２２２ ２３８ ０．０８１ ０．０５１ ０．１１１ ５．３００ ０．０００

中小型 ２ ２８８ ０．４０５ ０．３０４ ０．４９８ ７．２２３ ０．０００

大型 ２ ２９７ ０．６１３ ０．３９７ ０．７６５ ４．７７１ ０．０００

中小型 １ ２２１ ３８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６．５６２ ０．０００

大型 ３ ２２ ４３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５ ０．３２３ ０．７４７

中小型 ２ １７ ３０２ ０．１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２４２ １．７６０ ０．０７８

大型 ３ ５７ ８５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９７ ０．７３１ ０．４６５

０．８４３ ０．３５８

０．７０４ ０．４０１

０．２４５ ０．６２０

３．１０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６２ ０．８０３

１．４３６ ０．２３１

　 　 注：Ｑｂ 为组间同质性统计量，下同。

　 　 ２．行业多样性的调节效应

在考虑行业多样性情境下，数字基础分组中

单一行业独立研究数 ｋ＜２，即其效应值无法支撑

Ｍｅｔａ 分析。 其他变量组内独立研究数 ｋ 均≥２，
故对数字金融支持等五个维度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

关系的行业多样性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如表

５ 所示。 数字金融支持、数字技术创新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均未通过组间异质性检验（Ｑｂ ＝ ０．１８０，
Ｐ＞０．１；Ｑｂ ＝ ０．５０８，Ｐ＞０．１），表明行业多样性对这

两组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但其可显著调节数字化

战略重视度、管理层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投入与

企业 ＥＳＧ 表现间的关系（Ｑｂ ＝ １２．２０４，Ｐ ＜ ０．０１；
Ｑｂ ＝ ５．８９４，Ｐ＜０．０５；Ｑｂ ＝ ６．０９１，Ｐ＜０．０５）。 首先，
与单一行业研究情境（ ｒ ＝ ０．３００）相比，混合行业

情境下（ ｒ＝ ０．０７４）数字化战略重视度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更小。 其次，相较于单一行业情境

（ ｒ＝ ０．２４９），混合行业情境中（ ｒ ＝ ０．４７１）管理层数

字化意识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作用效果更大。 最

后，与单一行业情境（ ｒ ＝ ０．０１１）相比，混合行业情

境下（ ｒ＝ ０．０５６）数字技术投入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

相关系数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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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行业多样性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Ｔａｂ．５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变量
行业

种类
ｋ ｎ ｒ

９５％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双尾检验

Ｚ⁃ｖａｌｕｅ Ｐ⁃ｖａｌｕｅ
Ｑｂ Ｐ⁃ｖａｌｕｅ

数字金

融支持

数字基础

数字化

战略重视度

管理层

数字化意识

数字

技术投入

数字

技术创新

单一 ２ ７４ ４２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７ １．５４７ ０．１２２

混合 ９ ２６２ １５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９ １．９１８ ０．０５５

单一 ０ ０ — — — — —

混合 ６ ９６ ４８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５ ２．００１ ０．０４５

单一 ７ ２７ ２８６ ０．３００ ０．１７８ ０．４１３ ４．６７７ ０．０００

混合 ２０ ２２７ ９９６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９ ５．５８８ ０．０００

单一 ３ ７９７ ０．２４９ ０．１８２ ０．３１３ ７．１２５ ０．０００

混合 ５ ８６４ ０．４７１ ０．３０６ ０．６１０ ５．１１０ ０．０００

单一 ４ ７０４ ０６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９ ２．４９３ ０．０１３

混合 ４ ２０ ５１１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９１ ３．１３７ ０．００２

单一 ２ ２５ ７８２ ０．２９４ －０．３５８ ０．７５３ ０．８７７ ０．３８１

混合 ５ ８０ ３９３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７９ ４．８８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０ ０．６７１

— —

１２．２０４ ０．０００

５．８９４ ０．０１５

６．０９１ ０．０１４

０．５０８ ０．４７６

　 　 综上，与单一行业研究情境相比，混合行业

研究中数字化战略重视度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

响更小，但管理层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投入对

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作用效果更大。 行业多样性会

影响数字化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间的关系，这可能

是因为单一行业研究受到行业特定变量的约

束，限制了对数字化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关系的广

泛解释力，而多行业研究平衡了不同行业的差

异性，具备更高的适用性和普适性，由此，Ｈ９ 得

到了部分验证。
　 　 ３．样本量的调节效应

在考虑不同样本量的研究下，发现管理层数

字化意识组内大样本独立研究数 ｋ＜２，即其效应

值无法支撑 Ｍｅｔａ 分析，而其他变量组内独立研究

数 ｋ 均≥２，故对数字金融等五个维度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关系的样本量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如表

６ 所示。 数字金融支持（Ｑｂ ＝ ０．５３７，Ｐ＞０．１）、数字

基础（Ｑｂ ＝ ０．２６７，Ｐ＞０．１）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关系的

组间差异不显著，即均未显现调节作用，但可以显

著调节数字化战略重视度 （ Ｑｂ ＝ １４． ５２０， Ｐ ＜
０．００１）、数字技术投入（Ｑｂ ＝ ２２．０９１，Ｐ＜０．００１）和
数字技术创新（Ｑｂ ＝ ２．９０８，Ｐ＜０．１）对企业 ＥＳＧ 表

现的影响。 首先， 与小样本量研究情境 （ ｒ ＝
０．１８４）相比，大样本量研究中（ ｒ ＝ ０．０５０）数字化

战略重视度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相关系数更小。
其次，相较于小样本量研究情境（ ｒ ＝ ０．０７１），大样

本量研究中（ ｒ＝ ０．０１２）数字技术投入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更小。 最后，与小样本量研究情境

（ ｒ＝ ０．３９９）相比，大样本量研究中（ ｒ ＝ ０．０３３）数字

技术创新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作用效果更小，但其

９５％置信区间均包含 ０，表明其统计意义不足且

大样本量的相关系数也不显著。

表 ６　 样本量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Ｔａｂ．６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变量 样本量 ｋ ｎ ｒ
９５％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双尾检验

Ｚ⁃ｖａｌｕｅ Ｐ⁃ｖａｌｕｅ
Ｑｂ Ｐ⁃ｖａｌｕｅ

数字金

融支持

小样本 ３ １５ ２２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９９ １．６３０ ０．１０３

大样本 ８ ３２１ ３５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３ １．３７０ ０．１７１
０．５３７ ０．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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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续）

变量 样本量 ｋ ｎ ｒ
９５％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双尾检验

Ｚ⁃ｖａｌｕｅ Ｐ⁃ｖａｌｕｅ
Ｑｂ Ｐ⁃ｖａｌｕｅ

数字基础

数字化战

略重视度

管理层数

字化意识

数字技术

投入

数字技术

创新

小样本 ２ １６ ８４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６ ２．７１７ ０．００７

大样本 ４ ７９ ６４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９ １．６４８ ０．０９９

小样本 １７ ３６ ９９０ ０．１８４ ０．１２５ ０．２４１ ６．０５２ ０．０００

大样本 １０ ２１８ ２９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８５ ２．７２７ ０．００６

小样本 ８ １ ６６１ ０．３８５ ０．２５８ ０．４９９ ５．６０６ ０．０００

大样本 ０ ０ — — — — —

小样本 ３ １０ ７４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９４ ５．９６４ ０．０００

大样本 ５ ７１３ ８２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０ ３．０１６ ０．００３

小样本 ２ ６１１ ０．３９９ －０．０２４ ０．７０１ １．８５６ ０．０６３

大样本 ５ １０５ ５６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３ １．６０８ ０．１０８

０．２６７ ０．６０５

１４．５２０ ０．０００

— —

２２．０９１ ０．０００

２．９０８ ０．０８８

　 　 综上，与大样本量研究相比，小样本量研究中

数字化战略重视度、数字技术投入对企业 ＥＳＧ 表

现的作用效果更显著。 这可能是小样本量对效应

值波动的敏感性，较小的变化往往表现出更高的

显著性。 此外，小样本量研究通常聚焦于效应较

强的关系，从而放大其影响程度，而大样本量研究

虽然更适合检测较小效应值，但在效应较小时显

得相对不够突出。 由此，Ｈ１０ 得到了部分验证。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国内外 ６９ 篇相互独立的研究文献，
运用 Ｍｅｔａ 分析方法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定量分

析，详细解析了数字化的多维结构，并深入探讨其

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相较于

外部数字化，企业内部数字化对自身 ＥＳＧ 表现的

影响更为明显，尤其是组织维度数字化程度对企

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最为显著，其中管理层数字化

意识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相关性大于数字化战略

重视度；在技术层面，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程度大于数字技术投入；在环境层面，
相较于数字化支持政策，数字金融支持与数字基

础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更大。 整体而言，数字

化七个维度中企业的数字技术投入与 ＥＳＧ 表现

的相关性最小。 针对数字化各维度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间的关系，不同研究间存在显著异质性，本文

分析了导致研究间异质性的主要原因，包括企业

规模、行业多样性和样本量因素。 通过检验这三

个因素的调节效应，揭示了数字化在不同情境下

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 与中小型企业相比，在
大型企业中管理层数字化意识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

的相关性更强。 与单一行业研究相比，在混合行

业研究情境中数字化战略重视度对企业 ＥＳＧ 表

现的作用更弱，但数字技术投入、管理层数字化意

识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影响更强。 与小样本量研

究相比，在大样本量研究情境中数字化战略重视

度、数字技术投入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作用效果更

小。 与以往研究单一维度数字化相比，本文运用

定量统计分析将数字化整体进行了解构，研究多

种维度数字化与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关系，研究结果

更加可靠，分析维度较为全面。
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管理启示，

具体如下：
（１）在组织维度，管理层充足的数字技能和

对数字化的高度认可，使其能有效利用数字工具

分析和解决企业战略问题。 这不仅能推动组织创

新，还可以促使管理层做出明智决策，从而提高企

业治理效率。 企业应着重培养管理层的数字化技

能，使其在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组织变革的同时兼

顾企业 ＥＳＧ 表现，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此外，管
理层需遵循企业数字化发展规律，在公司战略规

划中重点关注企业自身和外部数字化发展情况，
依据企业整体情况，对资源进行合理安排，减少盲

目引进数字技术工具对企业带来的风险，及时感

知、调整企业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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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于技术层面而言，企业着重促进数字

技术创新，开发绿色新产品、改革组织模式等更易

于提高企业 ＥＳＧ 表现。 在发展数字技术创新的

同时需重视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要加大数字软、
硬件投入力度，以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为手段，高效

获取生产链中的相关信息，提高信息获取、整合和

分析能力，从而降低数字专利的研发成本与资源

浪费。
（３）在环境维度，企业内部数字化发展需要

外部数字化支持。 在当前数字化时代，政府应制

定相应的数字政策，鼓励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

合，为 ＥＳＧ 表现较好的企业提供更好的红利，促
进企业增加 ＥＳＧ 方面投入、重视 ＥＳＧ 实践。 政府

部门还应加强对各地区数字金融和数字基础设施

的投资，进一步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度并强化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的数字化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助力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可持续发展。
（４）大型企业管理层的决策对企业发展具有

深远影响，因此需密切关注数字化技术前沿动态，
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并积极

响应政策要求，履行社会责任，在行业中发挥标杆

与引领作用。 相比之下，中小企业管理层应根据

自身资源禀赋与管理结构特质，充分发挥灵活性

优势，探索适合企业特质的低成本 ＥＳＧ 发展路

径，以实现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平衡。
在未来研究中，选取样本量与研究行业应更

加谨慎，以确保研究设计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提高

研究质量。 对于大样本量研究需要加强统计检验

力度，以便检测到较小效应值，而在资源受限情况

下采用小样本量进行研究时，应深入探索以确保

数据丰富性。 尽管涉及多个行业研究可以增强研

究结果的广泛适用性，但需考虑每个行业的特性

以及不同行业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对于特定行业

研究则需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探索行业内部的

特定趋势，以获得更深入的专业见解，为行业定向

优化提供理论支撑。
此外，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采用

定量的 Ｍｅｔａ 分析方法，综合分析了数字化影响企

业 ＥＳＧ 表现的路径，但该影响路径仅涉及从数字

化到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简单路径，可能有部分中介

效应和调节效应尚未发现，未来可以进一步深入

分析。 另外，由于 Ｍｅｔａ 分析要求样本文献必须是

数据完整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结论虽然在可靠

性上较强，但在全面性方面仍有欠缺。 未来可以

将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纳入研究，从而为企业

ＥＳＧ 实践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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